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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中权力如何促进亲社会行为？ 

责任感知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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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何善用权力惠及于民既是一个重要的科学问题, 也是一个关键的管理实践问题。以往学者主要关

注组织情境中权力对亲社会行为的消极作用, 对积极作用的发生机制尚不清楚。梳理组织中权力正向影响亲

社会行为的相关文献, 发现责任感知在权力促进亲社会行为中起中介作用; 掌权者在行使权力时会考虑自身

需求、与他人的关系, 以及与组织的关系, 从而增强责任感知, 且不同路径会受个体层面、人际层面和组织层

面的潜在因素影响。权力通过责任感知促进亲社会行为的综合模型, 对组织以及掌权者如何善用权力具有重

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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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组织中权力的概念 

权力起源于社会关系, 是人类判断和感知人

际关系的重要维度 , 也是其行为的基本驱动力

(Scholl & Sassenberg, 2015; 肖丽 等, 2012)。在组

织管理情境中, 对个体而言, 权力是一种关键资

源, 拥有权力意味着享有更好的组织保障, 以及

更便捷高效的工作条件; 于组织而言, 权力有助

于维护公共利益与秩序, 维系甚至强化组织成员

之间的合作 , 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Anderson & 

Brion, 2014; Maner & Mead, 2010)。正确地认识

权力的影响, 合理地运用权力对个体、组织的持

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因此, 组织中权力的影响

一直是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和心理学等众多

学科重点关注的领域。 

自学界对组织情境中的权力展开研究以来 , 

权力的内涵大多与产生预期结果的能力联系在一

起(Guinote, 2007), 但发展至今学者们仍没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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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概念进行统一。权力一词由拉丁语单词

“potere”演变而来, 意为具备能力。随着研究的不

断深入, 组织中的权力通常被认为是个体即便在

遇到阻碍的情况下也能实现自己意愿的概率

(Weber, 1915/1947), 对有价值资源的不对称控制

(Maner, Gailliot, Menzel, & Kunstman, 2012), 对

他人思想、行为、甚至地位的影响力(Tost, 2015), 

或者通过他人实现自我目标的能力 (Sturm & 

Antonakis, 2015)等。通过解读这些不同的定义可

以发现, “控制”是研究者界定权力的核心(Zhong 

et al., 2006)。在其他条件等同的情况下, 如果一个

人掌握更多有价值的资源(物质上的资源如食物、

金钱, 精神上的资源如情感), 那么他对拥有较少

资源个体的依赖性就会更小, 对他人的控制力会

更强, 拥有的权力越大。 

可见, 权力本身是中性的, 其产生的影响效

应取决于掌权者如何行使。在组织情境中, 与低

权力个体相比, 高权力个体握有更多的高价值资

源, 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与控制他人, 权力的合

理利用能使组织高效地整合资源, 良好地协调各

职能部门与员工的工作, 实现长远发展; 而权力

的滥用则会降低资源使用效率, 甚至导致掌权者

个人利益和目标凌驾于组织之上, 使组织逐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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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衰败。因此, 如何善用权力惠及于民既是一个重

要的科学问题, 也是一个关键的管理实践问题。 

2  组织中权力研究的理论与观点 

关于组织情境中的权力研究, 学者们主要从

4 个视角进行理论构建：基于生物学视角, 接近/

抑制理论提出权力产生双刃效应源于激活的神经

生物系统不同; 基于人与环境互动视角, 情境聚

焦理论认为权力会影响个体对环境的关注方式以

及行为表现; 基于人际动力学视角, 社会距离理

论提出了产生权力效应的两种机制; 基于权力解

读视角, 学者认为对权力内涵的解读会影响掌权

者的行为。下文对不同视角的理论与观点进行逐

一介绍。 

权力的接近 /抑制理论 (Approach/Inhibition 

Theory of Power)从生物学视角出发, 通过个体的

神经生物系统来解释权力对情绪、认知和行为的

影响。Keltner, Gruenfeld 和 Anderson (2003)认为

当 权 力 增 强 时 , 行 为 接 近 系 统 (Behavioral 

Approach System, BAS)被激活, 个体会提高对奖

励和回报的敏感性, 体验更多的积极情感, 并从

利于自身利益的视角考虑问题, 采用自动化的社

会认知理解事情。当权力削弱时, 行为抑制系统

(Behavioral Inhibition System, BIS)被激活, 个体

会更多关注威胁、惩罚和不确定性, 体验消极情

绪, 采用受控的社会认知看待事物, 并做出更多

抑制行为。 

权力的情境聚焦理论(Situated Focus Theory 

of Power)将环境因素纳入其中, 从人与环境互动

的视角探析权力的影响。Guinote (2007)认为行为

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解释权力效应不能

仅从心理表征出发, 还应关注个体所处的情境信

息, 因此提出了权力的情境聚焦理论。该理论提

出权力影响个体的关注焦点, 进而影响其对当下

情境的反应方式。具体来说, 拥有权力能够促使

个体集中注意力, 仅关注与情境相关的信息, 对

同时涌现的事物划分优先级, 即专注于实现最终

目标, 并且能够根据不同环境调整策略, 提高处

理的灵活性; 但缺乏权力会使个体疲于处理环境

中的各种信息, 灵活性差, 从而导致注意力分散, 

处事效率低下。 

权力的社会距离理论(Social Distance Theory 

of Power)基于人际动力学视角, 提出了权力效应

的人际机制和认知机制。Magee 和 Smith (2013)

认为人际机制是指个体间的不对称依赖使他们感

知到不同的社会距离, 一般说来高权力个体因缺

乏与低权力个体社交的动力, 会体验到更大的社

会距离, 很少关注他人, 且观念与行为等不易受

到影响。低权力个体倾向与高权力个体产生联系, 

因此会体验到较低的社会距离, 移情能力较强。认

知机制指感知到不同社会距离的个体, 会采用不

同层次的解释水平去理解事物。高权力个体往往

采用更高层次、更抽象的识解水平, 因此会表现

出与价值观或者目标相一致的行为, 拥有较强的

自我控制能力, 寻求更重要而非更直接的奖励。低

权力个体采用低层次、较具体的识解水平, 关注

短期目标, 行为更容易受到影响而发生变化。 

除了上述理论外, 有学者从权力解读的视角

去理解权力带来的双刃效应。在组织情境中, 当

个体将权力解读为责任时, 他的决策与行为重心

会偏向共同利益, 做出更多集体导向行为; 但当

个体将权力感知为机会时, 他会视权力为追逐个

人利益的助跳板, 倾向于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目标

改 变 当 下 处 境 , 做 出 个 人 导 向 行 为 (de Wit, 

Scheepers, Ellemers, Sassenberg, & Scholl, 2017; 

Sassenberg, Ellemers, & Scheepers, 2012; Tost, 

2015)。权力被解读为机会或责任所带来的后果截

然不同, 那么个体为何会对权力产生不同的解读

呢？学者们提出不同的观点：Tost (2015)认为是权

力认知网络影响个体对权力的解读方式。日常生

活中人们会对不同的概念进行联想, 这些联想被

储存在记忆中, 久而久之形成认知网络, 并且在

无意识的情况下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举个例

子, 如果一个人接触的多是掌权者认真履行职责

的案例 , 那么他的认知网络中“权力”就会与“责

任”产生强烈的联系 , 在行事时也会不自觉做出

利于集体的举动。de Wit 等人(2017)认为权力的感

知受情境因素影响, 事实上个体可能同时拥有两

种权力解读, 但当下的情境会导致其中一种解读

占据上风, 从而主导掌权者的行为。他们要求一

组被试回想将权力解读为责任的事件, 如考虑下

属利益; 另一组被试回想将权力解读为机会的事

件, 如实现个人目标。结果显示, 当个体被引导将

权力解读为责任时, 其倾向于采纳他人(包括下属

和专家)的建议。Chen, Lee-Chai 和 Bargh (2001)

则表示关系取向会影响个体对权力的感知, 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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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取向的掌权者会将权力解读为机会, 表现出

更多自私自利的行为; 而拥有公共取向的掌权者

会将权力解读为责任, 重视团队成员的利益诉求, 

表现出更多的他人导向行为。 

综上所述, 接近/抑制理论从生物学视角出发, 

强调权力多寡会激活不同的神经生物系统, 从而

导致不同行为; 情境聚焦理论将情境因素纳入其

中, 从人与环境互动的视角探析权力效应; 社会

距离理论从人际动力学视角出发, 关注高、低权

力个体在社会距离感知和解释层次上的差异; 权

力解读视角则认为将权力感知为机会或责任会造

成不同的行为后果。权力研究的主流理论或观点

均没有断言权力必定会带来单一的正面或负面影

响, 它们最大的共同点是认为高权力个体受限较

少, 行为更具有目标导向性, 掌权者会通过一定

的路径实现目标, 而这些路径既可能是正面行为, 

也可能是负面行为。 

基于前三种视角构建的理论假定权力影响的

差异主要存在于“个体间”层面, 掌权多寡会导致

高、低权力个体出现差异行为。换言之, 即便是

在不同情境下, 高权力个体也存在相对稳定、区

别于低权力个体的行为模式。而权力解读视角认

为权力影响的差异存在于“个体内”层面, 即高权

力个体在不同情境下, 会对权力产生不同的感知

与解读, 进而产生相应的行为。该视角既反映了

个体的主观能动性, 也回到权力内涵本身 , 体现

了权力与行为之间更直接、密切的联结关系, 有

助于更好地揭示和整合权力的双刃效应。  

3  组织中权力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内在

机制：责任感知的中介作用 

3.1  权力对亲社会行为的积极效应 

亲社会行为指个体愿意付出时间、能量和资

源等, 主动实施对他人、团体和社会有益的行为, 

是组织公民行为的一种具体形式 (Schroeder & 

Graziano, 2015)。在组织中践行亲社会行为, 不仅

能够改善员工的工作态度, 提高工作绩效, 还能

促进 组织 创 新、 提升 组 织有 效性 (Henttonen, 

Kianto, & Ritala, 2016; 彭小平, 田喜洲, 郭小东, 

2019)。高权力个体在组织中掌握较为丰富的有价

值资源, 有较强的亲社会行为践行能力。因此, 其

是否会利用权力履行亲社会行为, 对同事、团队

乃至整个组织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 , 过往相关研究却并未就“组织中权力

如何影响亲社会行为”的问题给出一致的答案。早

期研究发现权力会对亲社会行为产生消极影响。

此阶段研究的结论可简要概括为“权力导致腐败,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Acton & Himmelfarb, 

1948)。具体而言, 研究发现权力会对个体的认知

和行为产生影响, 如使人们关注自身的利益与立

场 (Galinsky, Magee, Gruenfeld, Whitson, & 

Liljenquist, 2008), 物化他人以及将权力视为达成

自 身 目 的 的 工 具 (Gruenfeld, Inesi, Magee & 

Galinsky, 2008), 较少与他人分享有效信息(Maner 

et al., 2012), 以及更可能对同事和下属进行不恰

当的挑逗行为(Kunstman & Maner, 2011)。 

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 另有研究者发现权力

也会对亲社会行为产生积极影响。有研究表明 , 

权力可以激发或者加强个体利他性特质的表达。如

可强化个体的亲社会倾向, 使善良的人表现得更

加友善, 无私的人不受约束地追求他们无私的目

标(Côté et al., 2011)。如果个体拥有以他人为中心

的人际关系取向, 那么权力越高, 其人际关系敏

感度越高(Schmid Mast, Jonas, & Hall, 2009), 越

倾向于做出亲社会行为(Chen et al., 2001)。还有研

究发现, 在某些特定的群体特征下, 该群体的掌

权者会更多地运用权力做出亲社会行为。如当所

处群体具有合作氛围时, 高权力个体会努力确保

团队取得积极的成果(Maner & Mead, 2010), 运用

专业知识帮助下属, 重视他人的建议(de Wit et al., 

2017), 公平谨慎地对待他人 (de Cremer & van 

Dijk, 2008; Overbeck & Park, 2001), 甚至原谅他

人对自己的侮辱(Karremans & Smith, 2010)。当所

处群体面对外界竞争时, 高权力个体不仅会提高

维护群体稳定与促进其发展的动机 (Postmes & 

Jetten, 2006), 还会增加群体目标导向行为(Maner & 

Mead, 2010)。 

权力是伴生于组织架构的一种客观存在, 对

维护个体与组织的共同利益, 促进个体之间协同

合作, 实现组织目标有着意义非凡的作用。同时, 

权力本身亦是一把双刃剑, 如何感知、行使权力

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因此, 相较于探索权力

的消极影响以防止权力滥用, 揭示权力的积极影

响以引导掌权者合理利用权力显然更具现实价值

意义。如 Pless (2007)提出采用积极的方法研究权

力的正面案例对企业领导学习如何承担职责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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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参考意义。韦庆旺(2015)也认为权力大的人有

很好的个人潜力, 如果他们在人际交往中能够为

他人考虑, 将为集体做出更大的贡献。因此本文

聚焦组织中权力对亲社会行为的积极效应, 通过

对以往相关研究的系统梳理, 旨在找出权力正向

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内在机制及影响因素, 从而引

导个体正确看待权力的内涵与意义, 把握好用权

尺度, 利用自身丰富的价值资源更多地践行亲社

会行为, 实现组织利益最大化。 

3.2  权力增强责任感知的不同路径 

责任感知是一种以益于他人方式行事的义务

感 , 它 包 含 对 组 织 福 祉 和 他 人 结 果 的 关 注

(Handgraaf, van Dijk, Vermunt, Wilke, & de Dreu, 

2008; Tost, 2015)。已有研究证实责任感知是权力促

进亲社会行为不可缺少的一环：当高权力个体为了

维护自己在组织中的权力(Hershcovis et al., 2017), 

意识到被他人依赖或者双方相互依赖 (Tost & 

Johnson, 2019), 对所处群体拥有组织认同时

(Scholl, Sassenberg, Ellemers, Scheepers, & de Wit, 

2018), 会对他人产生责任感知。掌权者将组织中

的权力感知为责任时 , 会倾向于关注集体利益 , 

抑制追求个人利益, 并更多表现出亲社会行为(de 

Wit et al., 2017; Sassenberg et al., 2012; Tost, 

2015)。因此, 本文从权力解读的视角出发, 关注

责任感知在权力正向影响亲社会行为中的作用。 

权力并非是独立于社会关系之外的个体属性

或倾向, 它具有社会性和情境性, 探讨他人在场

的情况下权力如何激发责任感知具有更重要的理

论意义和实践价值(韦庆旺, 俞国良, 2009)。下文

依据掌权者在行使权力时考虑的对象分层展开论

述, 从掌权者自身、掌权者与他人, 以及掌权者与

组织三个层面出发, 分层论述权力增强个体责任

感知的三条作用路径(本文模型参见图 1)。 

3.2.1  掌权者自身：权力维持需求的作用 

高权力个体存在损失厌恶倾向 (Wi l l i ams , 

2014), 与低权力个体相比, 他们更有可能追求维

护权力的目标(Willis & Guinote, 2011)。任何一个

组织都不可避免存在等级, 一方面, 组织等级必

然造成权力不均衡的局面, 另一方面, 掌握不同

程度权力的个体会因争夺权力或维持权力做出导

向行为。Sapolsky (2005)提出在包括人类在内的许

多物种群体中 ,  当组织内部等级制度不稳定时 , 

掌权者会经历更大的心理和生理压力, 并做出旨 

 
 

图 1  权力通过责任感知促进亲社会行为的概念框架 

 

在维持等级制度顶层地位的反应。一般来说, 高

权力个体会通过达成他人对掌权者的角色期待、合

法行使权力以稳固当前的组织等级, 从而满足维

护或增强个人权力的需求。 

人们对处于等级不同位置的个体有不同的角

色期待(Keltner et al., 2008)。与处于等级底层的个

体相比, 位于顶层的个体会被认为具备更强的协

调冲突、执行群体规范和公平分配资源的能力

(Anicich & Hirsh, 2017), 且更应该对群体的结果

和目标负责, 将目标转化为实际行动(Chen et al., 

2001; Zhong et al., 2006)。研究表明团队成员会对

做出利他行为的个体表现出更多尊重, 并更愿意

将其选作团队的领导(谢晓非 , 王逸璐 , 顾思义 , 

李蔚, 2017)。所以高权力个体为了维护或增强自

身的权力 , 会尽可能满足组织成员的角色期待 , 

谨记肩负的责任, 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组织目标上

并为之付出努力。 

合法行使权力也是掌权者维护权力的有效途

径。虽然 Keltner 等人(2003)证实权力会激活个体

的接近系统, 使高权力个体倾向于关注奖励和回

报, 做出追逐个人利益的行为, 但掌权者若滥用

权力, 严重损害他人与集体的利益将带来适得其

反的结果。在组织当中, 高权力个体合法行使权

力如考虑他人利益时 , 低权力个体会服从指令 , 

自觉维护等级制度, 并做出合作行为; 但高权力

个体不合法行使权力如物化他人以实现利己目标

时, 低权力个体会认为掌权者德不配位、谋取私

利, 很可能采取冒险的行为来推翻当前的等级制

度 , 改 善 现 状 (Lammers, Galinsky, Gordijn, & 

Otten, 2008; Magee & Galinsky, 2008)。因此, 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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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他人对不合法行为的感知, 掌权者会以一种

强调权力合法性的方式行事, 如考虑对他人与组

织的责任并做出亲社会行为。 

Hershcovis 等(2017)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掌权

者会将组织中的不文明行为识别为对地位和等级

的挑战 , 与其他低权力个体选择回避反应相比 , 

他们更可能对不文明行为做出直接的干预行为 , 

为组织提供社会支持和情感支持。这是因为掌权

者为了保住个人等级地位, 激发内心责任感知, 以

一种更有效且最终带来益处的方式行事。Lammers

和 Galinsky (2008)也通过实验证明, 启动个体对

权力的不合法感知(如回忆一段不合法的权力经

历、阅读与“不合法”相关的词语), 或者使个体处

于非法获取权力的情境中时, 被试会做出更少的

冒险行为和接近行为以维护自身权力; 反之, 被

试会倾向于做出冒险行为和接近行为获取更大的

个人利益。 

3.2.2  掌权者与他人：依赖感知的作用 

权力产生于社会关系, 依赖作为控制的对立

面 , 也属于权力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 (Emerson, 

1962)。一方面, 高权力个体掌握不对称的有价值

资源, 对他人的结果或命运具有控制权; 另一方

面, 低权力个体缺乏重视的有价值资源, 只好依

赖高权力个体以达成个人目标, 获得利益。在组

织当中, 上司与下属是最典型的权力−依赖关系, 

根据依赖程度可以将双方关系界定为两种：对称

依赖和不对称依赖。 

在对称依赖关系情境中, 双方分别掌握对方

重视的资源, 需要借力彼此才能实现个人目标。

如部门中的明星员工, 他们能够为组织提供先进

理念和高端技术, 创造可观的效益价值, 上司需

要依赖他们来实现绩效目标, 因而明星员工与上

司可以看作是对称依赖的关系。在这种关系情境

中, 一方面上司处于高权力等级, 另一方面他们

必须依靠下属的绩效或者专业知识才能推动工作

任务, 完成组织目标(Wilson et al., 2010)。这种相

互促进、彼此成就的关系让上司意识到自己不仅

拥有控制权和影响力 , 也必须关注下属的利益需

求, 对后者履行责任(Handgraaf et al., 2008), 才能协

同高效完成工作任务。 

不对称依赖是目前工作环境中上司和下属普遍

的关系倾向(Foulk et al., 2018)。如部门中业绩平平

的普通员工 , 知识结构单一 , 技能水平有限 , 工

作中常常要依赖上司的指点或资源才能推进工作, 

创造的价值较小, 且可替代性强, 因此普通员工

与上司属于不对称依赖的关系。上司掌握着下属

缺乏并重视的资源, 对下属的绩效考核、职位晋

升和奖金分配等有较大的决定权, 下属往往不对

称依赖于上司。组织中权力提高个体对机会与利

益的察觉之余, 还会使其更多考虑依赖于自身的

个体的利益 , 增强对他们的责任感知 (Torelli & 

Shavitt, 2010; Zhong et al., 2006)。意识到被下属依

赖时, 上司的满足感与成就感会提高, 同时更多

将权力解读为责任, 不仅会减少追逐个人利益的

行为 , 在做决策时还会愈发谨慎小心 , 将依赖者

的相关利益纳入考虑之中, 表现出更多诸如同情、

合作和慷慨的行为(Pitesa & Thau, 2013)。 

Handgraaf 与他的同事(2008)通过改编的最后

通牒游戏和实证研究证实了权力并非总是带来腐

败的后果, 当高权力个体意识到对方权力极小甚

至毫无权力, 其命运只能依赖自身的决定时, 他

不会将对方的存在看作是威胁, 认为双方是竞争

关系。相反, 高权力个体会认为对方处于一种无

助的情况, 不该被利用或者对付, 掌权者的责任

感知由此激发, 使用亲社会的行为方式分配给对

方更多的资源。Howard, Gardner 和 Thompson 

(2007)使用谈判情境进行验证, 发现当高权力谈判

者意识到自己与对方相互依赖时, 会向低权力谈判

者支付更多的报酬, 提出更为慷慨的解决方案。 

3.2.3  掌权者与组织：组织认同的作用 

权力并非在虚拟环境中诞生, 它由组织环境

塑造并受各种因素影响而动态变化着(van Dijke 

et al., 2018)。因此掌权者在行使权力时需考虑自

身与组织的关系, 这种关系会对个体行为造成影

响。组织认同是个体在特定组织中与成员身份相

关的自我概念的一部分, 是个体对自身与组织之

间关系的解读, 指的是社会认同(“我们紧密相连

并且关心彼此的结果”), 而不是个人认同(“我是

一个不同于他人的个体”), 往往通过对组织的承

诺 、 依 恋 程 度 和 参 与 程 度 等 体 现 (Puusa & 

Tolvanen, 2006; Tajfel, 1972; Tajfel & Turner, 1979; 

Thomas et al., 2017)。组织认同阐述了个体将组织

纳入自我概念的程度, 描绘了个体在心理上与组

织相联系的紧密性, 并能预测个体会在多大程度

上从组织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采取行为。Scholl

等人(2018)提出组织认同对塑造权力主体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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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发挥关键作用。在工作环境中, 高权力个体

会依据组织的特征来构建个体身份, 自觉强化对

组织和其他成员的情感归属, 将组织目标等纳入

自我概念中, 拥有较高的组织认同。在这种情况

下, 掌权者会暂时搁置个人利益, 将组织福祉视

为主要焦点, 意识到手握权力相对应的责任, 并

且更有意愿和动机去工作使群体受益(Giessner et 

al., 2013; van Knippenberg, 2000)。 

掌权者将自己视作组织的重要组成成员, 对

团队有组织认同感, 由此激发对组织及成员的责

任感知, 并通过外显的行为来反映或突出自身的

组织成员身份。具体来看, 掌权者会唤起与组织

目标和利益相关的工作动机, 从组织的视角出发

考虑问题, 按照组织的信仰、规范和价值观履行

职责 , 帮助他人 , 考虑他人的利益 , 并向外界展

示积极的组织形象(van Knippenberg, 2000)。除此

之外, 外部竞争也会提高掌权者对组织的责任感

知, 增加亲社会行为。外部竞争会给组织安全和

资源管理带来威胁, 掌权者清楚自我、他人和组

织的命运交相重叠, 自己有责任带领团队应对威

胁 , 因而会将团队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Maner & Mead, 2010), 对自己和组织成员的关系

重新审视, 将拥有专长的下属视为有价值的盟友

而非潜在的敌人, 并且增强与组织成员紧密团结

和合作的倾向(Hogg et al., 2012)。 

有不少实证研究证实了掌权者对所处团队拥

有组织认同 , 会引起责任感知并做出亲社会行

为。Scholl 等人(2018)在两项研究中发现, 无论是

让被试回忆曾经体验到的权力经历, 还是启动当

下的权力感知 , 当他们强烈认同所属的团队时 , 

掌权者更能认识到权力背后的责任内涵, 并对权

力滥用表示更强烈的否定态度。同样, Scheepers, 

Ellemers 和 Sassenberg (2013) 启动被试的权力感

知, 并要求他们在不同的情境下做出决策, 实验

组在游戏结束后要对团队其他成员(虚拟)进行解

释, 控制组则不需要。结果表明, 因被试对所处的

决策团队产生组织认同, 其感知到自己有责任提

高团队地位, 维护团队形象, 从而做出更利于团

队目标的决策。 

3.3  责任感知促进亲社会行为 

责任感知的存在就像一条社会纽带, 从心理

和物质上将负责任的一方与另一方紧密联系在一

起(Tost & Johnson, 2019), 使负责任一方对自己

的决策和行为进行反思。高度的责任感知与强大

的权力一旦结合, 个体就会萌生出践行亲社会行

为的意愿(Hermans et al., 2017)。对于高权力个体

而言, 当其意识到身上所肩负的责任时, 他的行

为导向会发生变化, 做出更多利于集体和他人发

展的亲社会行为, 如允许员工在决策中具有发言权, 

权衡他人如员工、股东的利益(Scholl & Sassenberg, 

2015), 对需要帮助的人表现出善意(McClelland & 

Holland, 2015), 不遗余力地赞美他人(Handgraaf 

et al., 2008), 与他人合作, 成为利他主义者(Bălău & 

Utz, 2016; Howard et al., 2007), 与下属进行建设

性的互动, 对寻找帮助的请求做出回应(de Wit et al., 

2017), 依据群体地位做出相应的决策(Scheepers 

et al., 2013)。 

4  权力增强责任感知不同路径的调节

因素 

4.1  个体层面：权力动机和自恋人格的影响 

组织情境中, 个体特征会对掌权者的认知与

行为造成影响(Chen et al., 2001; 李爱梅 等, 2014; 

Overbeck & Park, 2001)。其中权力动机 (power 

motive)是众多学者关注的对象, 它被定义为一种

渴望权力的人格特质, 能够促使个体做出影响他

人、唤醒他人强烈情感或维护声誉和名望的行为

(Suessenbach et al., 2019)。与低权力动机个体相比, 

高权力动机个体拥有更强烈的权力维持需求, 他

们因害怕失去手中掌握的权力, 往往通过避免失

败事件、负面舆论等途径来维护当前的权力地位

(Willis & Guinote, 2011), 并且对晋升等增强权力

的事件有敏锐的触角, 倾向于对他人施加影响以

获得心理上的满足(Hermans et al., 2017)。Maner, 

Gailliot, Butz 和 Peruche (2007)通过实证研究验证

了高权力动机个体存在对权力的损失厌恶倾向 , 

他们为了满足维持权力的需求, 会做出保守决策而

非风险决策, 尤其当等级制度不稳固, 权力面临削

弱或丧失的风险时, 高权力动机个体表现得更为

保守, 旨在维持自己在组织等级中的权力地位。因

此, 掌权者拥有越强的权力动机, 渴望获得权力

与影响他人, 越可能产生较强的权力维持需求。 

自恋(narcissism)人格也是影响掌权者权力维

持需求的重要因素。自恋是指个体具有膨胀的自

我意识 , 并专注于不断增强自我概念的程度

(Campbell et al., 2011), 它往往与虚荣心、自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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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和优越感等概念相关联。学者们发现, 一方面, 

高自恋水平的掌权者对自身持积极评价, 认为自

己是最独特的, 在知识、能力和经验等方面远远

胜于他人 , 理应占据主导地位并做出最佳决策

(Chatterjee & Hambrick, 2007; Liu et al., 2020); 另

一方面, 高自恋水平的掌权者十分渴望得到外界

的认可, 获取他人持续的关注与赞赏, 从而验证

自我概念 (Campbell et al., 2011; Chatterjee & 

Pollock, 2017; Zeigler‐Hill et al., 2019)。Zeigler- 

Hill 等人(2019)采用问卷调查法和日记研究法展

开研究, 发现自恋水平较高的掌权者对现处的等

级制度持正面态度, 即认为自己持有权力是合理

的, 并且倾向于追求更高层次的等级地位, 他们

会通过展现个人能力、使用恐吓策略等不同手段

寻求外界认可, 提高自我价值感知。因此, 组织中

掌权者的自恋水平越高, 具有越强烈的权力维持

需求, 他们希望在工作中展现各方面的能力吸引

他人目光, 以此满足虚荣心和强化自我形象。 

4.2  人际层面：关系承诺和重复互动的影响  

掌权者与他人的关系性质会影响高权力个体

的行为, 如果能够考虑人际关系的具体特质, 那

么就可以更好地理解权力的人际效应(Karreman & 

Smith, 2011)。关系承诺(relationship commitment)

是指个体在心理上对另一个人产生依恋, 拥有发

展双方关系的坚定意愿, 并认为这段关系将持续

很长时间。强烈的关系承诺通常以共同目标为基

础, 如果个体有较强的关系承诺, 那么在一段关

系中 , 他们会更倾向于对对方的需求做出回应 , 

做出更多的以他人利益为导向的行为; 相反, 如

果个体的关系承诺较弱, 他们主要关注个人需求, 

对双方关系的维持并不关心(Righetti et al., 2015)。

掌权者如果想要成功管理一个团队, 努力实现个

人或组织目标, 他必须要和下属进行合作与协商, 

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因此, 当高权力个体对他

人的关系承诺越强时, 他的依赖感知就会越突出, 

即掌权者更能意识到他人对自身的依赖, 以及自

己对他人的依赖, 会努力了解并满足对方的需求, 

发展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在大部分权力研究中, 学者们主要采用单情

境(mono-episodic)的实验方法 , 即关注在某个特

定时刻或某个特定情境下权力带来的影响。但

Schaerer 等人(2018)提出权力者和依赖者单次互

动 (one-shot interaction) 与 重 复 互 动 (repeated 

interactions)带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单次互动的

情况下掌权者可能出于不必考虑后果的原因, 会

做出更多负面行为, 这与采用单情境实验方法研

究的结果一致(Gruenfeld et al., 2008; Lammers, 

Stapel, & Galinsky,  2010); 重复互动包括两层意

思, 一方面是指双方以往有权力−依赖的体验, 这

段已经存在的关系互动经历会影响个体的认知、

情感和行为; 另一方面指在未来双方仍可能继续

保持这段关系, 实现重复多次互动。San Martin 等

人(2015)发现 , 当高权力群体成员预期未来有更

高频率的互动次数时, 会更倾向于考虑低权力群

体成员需求, 听取对方的不同意见。因此, 当掌权

者与他人的重复互动次数越多, 他越能感受到双

方的依赖关系, 但两者的互动次数较少, 甚至仅

有一面之缘时, 掌权者的依赖感知相对较弱。 

4.3  组织层面：组织目标和伦理氛围的影响 

权力会使个体产生与组织目标一致的行为 , 

更多将注意力集中在与组织目标相关的信息上

(Guinote, 2007; Keltner et al., 2003), 因此组织目

标的内涵与性质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掌权者的认

知、情感与行为。当组织目标要求将组织中的他

人视作关注焦点, 且具有较多的利他性和社会性

时, 掌权者就会将组织中他人利益纳入考虑范围, 

群体身份意识更容易被激活, 组织认同程度更高

(蔡頠 等, 2016; Handgraaf et al., 2008; Overbeck 

& Park, 2001; Scholl et al., 2017)。如公司设定年终

奖发放以部门绩效为标准, 那么“部门成员”这一

身份对掌权者来说会更加突出, 他将产生更多的

组织认同, 发挥团队协作精神赢得年终奖; 如果

组织中依据个人绩效决定晋升, 高权力个体就会

产生竞争意识, 更多关注个人利益, 组织认同程

度降低。此外, 当组织目标传递缩减社会距离的

信息 , 如鼓励上层“接地气”, 倾听员工的真实想

法时, 掌权者也会减少自我关注, 主动拉近与他

人的社会距离, 更多地将组织与他人纳入到自我

概念中(Magee & Smith, 2013)。因此, 当组织目标

具有利他性与社会性, 传递缩减社会距离的信息

时, 掌权者的组织认同程度更高。 

伦理氛围(ethical climate)属于组织氛围的一

种, 它是指员工对组织中存在的商业伦理问题和

组织价值观的心理与认知评估(Taştan & Davoudi, 

2019), 是组织成员对什么才是正确行为的感知, 这

些感知会影响个体处理伦理问题的方式(Mart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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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len, 2006)。有学者发现伦理氛围与掌权者的组

织认同有紧密的联系：当所处的组织被认为是守

道德、讲诚信的群体时, 个体会产生更高的组织

认同感, 且感到格外自豪(Ellemers et al., 2013), 

这种情感促使其更加愿意为组织效命(Ellemers et 

al., 2011)。Pagliaro 等人(2018)认为伦理氛围可以

分为两种, 一种是利己型伦理氛围, 强调以个人

主义的方式处理道德问题; 另一种是关怀型伦理

氛围, 鼓励员工互相关爱, 以集体主义方式处理

问题。学者们(Pagliaro et al., 2018)通过实证研究

发现, 利己型伦理氛围下的员工组织认同感更低, 

他们鲜少与其他成员进行联系, 做出更多的反生

产行为; 而关怀型伦理氛围下的员工有着更高的

组织认同感, 他们会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投放在有

益于组织的事情上 , 并且做出更多组织公民行

为。因此, 当组织具有关怀型伦理氛围, 员工之间

彼此照料时, 掌权者会与组织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产生更多的组织认同。 

5  总结与研究展望 

本文介绍了组织中权力概念的内涵, 梳理了

权力研究的主流理论及观点, 探讨了责任感知在

权力促进亲社会行为中发挥的中介作用。此外 , 

文章依据掌权者在行使权力时考虑的不同对象分

层展开论述, 分别梳理了权力影响责任感知的不

同路径, 及其影响这些路径的调节因素。具体而

言, 考虑掌权者自身时, 个体为了满足维持权力

的需求, 会增强责任感知, 进而做出一系列亲社

会行为。权力动机与自恋人格是个体层面的调节

因素, 当个体拥有高权力动机, 或者具有高水平

的自恋人格时, 权力维持需求会更强。考虑掌权

者与他人的关系时, 个体会意识到自己被他人不

对称依赖或对称依赖 , 更多将权力解读为责任 , 

考虑其他组织成员的利益需求。关系承诺与重复

互动是人际层面的调节因素, 当掌权者对他人有

较强的关系承诺, 或者处于重复互动的情境中时, 

会产生更多的依赖感知。考虑掌权者与组织的关

系时, 在组织工作环境下的高权力个体将他人与

组织纳入自我概念中, 对所处群体有较强的组织

认同感, 责任感知凸显, 因而做出集体目标导向

的行为。组织目标和伦理氛围是组织层面的调节

因素, 体现利他性、社会性和缩减社会距离的组

织目标, 以及关怀型伦理氛围使掌权者表现出更

高水平的组织认同。 

虽然越来越多学者关注权力对亲社会行为产

生的积极效应, 聚焦责任感知这一变量, 但该领

域仍然有许多值得深挖与拓展的地方, 如探讨中

国文化背景下的权责协同, 关注权力的相对性和

动态性, 丰富权力的研究方法, 以及研究促使掌

权者合理行使权力的干预措施。 

5.1  探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权责协同 

文化对权力的内涵主旨、解读方式和行使技

巧有深远的影响。中国文化享有独特的起源背景

和延绵轨迹, 根植于此, 组织中掌权者如何认知

与行使权力, 是一个颇具价值的研究议题。一方

面, 法家一类的思想文化旨在巩固统治者的绝对

化权力, 主张通过法、术、势的管理手段塑造权

力的不对称结构, 以此加强对臣民的控制力与影

响力(李非 等, 2016), 典型的思想包括“权制断于

君则威”、“事在四方, 要在中央”。在这类思想浸

染下, 高权力距离成为组织情境中突出的代表性

特征(廖建桥 等, 2010), 掌权者可能会罔顾他人

的利益与感受, 利用特权做出自利行为。另一方

面 , 儒家思想等文化强调权力与责任的对称性 , 

即掌权者享有权力的同时, 要主动承担与角色相

符的责任, 履行为大众谋取利益和福祉的义务。

“天下为公”、“乐以天下, 忧以天下”等观点体现了

儒家文化对权力用途的要求与期许, 其提倡掌权

者应修炼个人德行, 发自内心地尊重与关爱他人, 

并且注重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 实现“己立立人、

己达达人”的双赢局面(凌文辁 等, 2019; 韦庆旺, 

2015; Witt & Stahl, 2016; Zhong et al., 2006)。 

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权力含义复杂, 因此个体

认知对于权力运用至关重要。掌权者若一味追求

绝对化权力, 沉迷于权力掌控而忽视对应的责任, 

必将对集体利益带来潜在性威胁; 相反, 掌权者

在行使权力时若能将个体需求、与他人的关系、以

及和组织的关系纳入考虑范围, 其会将权力解读

为责任, 主动履行角色职责, 做出更多亲社会行

为。未来相关研究可从宏观角度切入, 探讨组织

情境中如何利用文化引导掌权者从责任、义务的

角度出发, 而非掌控、机会的角度出发感知权力

内涵 , 这将更利于高权力个体做出亲社会行为 , 

也更有可能促进集体福祉与组织发展。 

5.2  关注权力相对性与动态性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从空间维度上看, 组织中的个体往往处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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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当中, 需要同时扮演多种

角色, 体验不同程度的权力。如经理掌握了同部

门下属没有的人脉资源、物质资源等, 于后者而

言经理拥有较大的权力, 但在老板面前他又成为

了依赖的那一方(Anderson & Brion, 2014)。可见, 

权力具有相对性, 个体与不同对象构成不同方向

的权力−依赖关系。Anicich 等人(2017)基于权力的

接近/抑制理论(Keltner et al., 2003), 提出了权力的

接近 /抑制 /回避理论 (approach/inhibition/avoidance 

theory of power, AIA 理论), 认为权力是一种连续

变量, 人们既可能经历高权力、低权力, 也可能经

历中等权力。由于中等权力的个体需要不断进行

“垂直代码转换”, 即他们面对高权力个体和低权

力个体时要转换特定的行为模式, 因而更容易经

历角色冲突, 体验到焦虑, 关注弥漫的、不确定的

威胁, 并做出更多受情境约束的抑制行为。 

从时间维度上看, 权力具有动态性, 对其拥

有或流失都会随时间而发生变化。人们可能通过

积累专业知识、掌握别人向往却缺乏的资源、职

位晋升、与更有权力的人合作等方式获得权力

(Emerson, 1962; Goldstein & Hays, 2011); 但当人

们因决策偏差影响绩效、被更有能力的人挑战或

取代、受他人联盟影响, 或者等级制度受到冲击

时, 权力则会失去。处于连续体不同位置的权力

个体, 当他们面对不同的对象时责任感知是否会

不同？个体在大权初握、掌权一段时间, 以及面

临失权的情况下 , 行为是否会发生变化？以后

的相关研究应当超越静态的、片面的权力概念 , 

转而关注连续的、情境化的权力对亲社会行为的

影响。 

5.3  丰富权力的研究方法 

目前权力的相关研究主要采用实验法。虽然

实验室操纵可以排除许多无关变量, 进行因果推

理, 具有颇高的准确性和精确度, 是研究组织行

为较为可靠的方法(Thau et al., 2014), 但是实验

法的弊端是无法还原组织内部复杂的生态环境 , 

研究结论不一定能推广到组织情境中去。Schaerer

等人(2018)提出组织情境与实验室环境主要有三

个区别：首先是被试样本的多样性, 工作组织是

不同人群的集合, 受人口特征、教育背景、能力、

信仰和文化价值观影响, 人们的认知行为存在很

大差异, 而实验室往往采用同源同质被试, 这不

能体现组织中复杂多样的劳动力构成。其次是组

织情境的丰富性, 组织中的个体彼此依赖, 互相

发生作用, 权力不仅是个人的财产, 还是人际关

系 的 一 部 分 , 并 受 更 广 泛 的 制 度 背 景 影 响

(Emerson, 1962; Sturm & Antonakis, 2015), 而实

验室研究无法关注这些变量带来的影响。最后是

现实世界的动态性, 过去的研究主要基于单一情

境展开, 如操纵启动个体的权力感知、临时构建

双方权力−依赖关系, 但真实情境中的权力−依赖

关系可能已经持续了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 人们

是否期望在未来与他人继续进行互动也会影响其

认知和行为(San Martin et al., 2015)。Smith 和

Hofmann (2016)曾在三天时间内, 每天对被试进

行几次观察, 结果发现权力大的人比权力小的人

更倾向于接近他人, 这与前人认为权力会增加社

会距离的结论相悖。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 学者

可以考虑实验室实验与现场实验相结合, 横向研

究与纵向研究相结合, 更全面立体地探究权力对

人们所带来的影响。 

5.4  研究促使掌权者合理行使权力的干预措施 

只有当组织中个体的权力与责任感知互相协

同时, 个体才会做出亲社会行为, 发挥权力的积

极效应, 实现组织的长远发展。本文通过梳理权

力促进亲社会行为的相关研究, 提出了一个综合

的研究模型, 该模型对组织通过不同路径激发掌

权者的责任感知, 促使个体合理行使权力有一定

的启发意义, 未来可以对组织情境中的干预措施

进行研究。(1)掌权者有维护和增强权力的个人需

求。组织可以对掌权者的工作内容、岗位要求和

职位责任等进行清晰的界定, 使个体依照具体条

例行事, 减少灰色地带的存在; 制定合理的晋升

机制, 晋升不仅考虑个人绩效, 还可以将品行测

定、他人反馈和团队表现等因素纳入考核标准 , 

分配不同的权重; 定期邀请专家学者进行主题培

训与心理疏导。(2)考虑到被他人依赖与依赖他人

时, 掌权者也会激发责任感知, 做出亲社会行为。

组织可以实行“师徒制”, 即指导一方为被指导方

提供帮助与支持, 被指导方借助直接经验和间接

经验, 学习工作中需要的知识和技能。通过工作

中多次反复的互动 , 并且将两者绩效进行挂钩 , 

可以加强员工间的关系承诺, 促进掌权者对他人

的责任感知。(3)个体对自己与组织的关系有良好

评价时, 也能促进亲社会行为。组织可致力营造

关怀型伦理氛围, 打造以人为本的组织文化, 让

Adv
an

ce
s i

n 
Psy

ch
ol

og
ic

al
 S

ci
en

ce



第 9 期 李  馨 等: 组织中权力如何促进亲社会行为？责任感知的中介作用 1595 

 

 

员工感觉到来自组织的关怀与爱护; 增加个体参

与团队活动的经历, 提升掌权者对组织的归属感

和认同感, 从而做出更多集体导向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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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power in organizations promote prosocial behavior?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LI Xin1; LIU Pei1; XIAO Chenjie1; WANG Xiaotian2; LI Aimei1 
(1 Management School,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2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Guangzhou 510320, China) 

Abstract: Early research on power has provided considerable evidence for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power on 

prosocial behavior and its internal mechanisms. Although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studies have attempted to 

test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power on prosocial behavior, the mechanism of this positive effect is still not clear. 

By reviewing and integrating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has been identified as a critical 

mediator in this positive effect. In addition, individuals with high levels of power may increase their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because of different reasons. Given the individual's own needs,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s as 

well as organization, we systematically figure out that need for power maintenance, perception of 

dependency, and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would lead to high levels of responsibility, which then triggers 

powerful individuals to conduct more prosocial behaviors. Moreover, we also identified potential 

moderators at individual level, interpersonal level, and organizational level. Future research could focus on 

how power results in increased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from various ways including exploring this 

relationship in Chinese culture, adopting multiple research designs beyond experimental studies, as well as 

manipulating interventions for helping powerful individuals increase their levels of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Key words: power;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need for power maintenance; perception of dependency;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prosocial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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